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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虞和平

［提 要］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

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

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 宁

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

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

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 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

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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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近代中国买办中的两个最大、最典型的群体。现有的研究对这两
个群体的各自状况已多有陈述，并显示了这两个群体产生时间的早晚不同和势力地位的前后交

替，但尚少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①。本文将从生成条件、扩展方式和
历史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既分析其产生时间不同和势力地位交替的原因所

在，也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特点所在，以利于进一步认清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的面貌。

一、生成条件之区别

买办是随着中外贸易和外商来华经商活动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虽有各种称谓，但

总的来说是外商所雇用的业务管理和经营人员。买办的产生需要一个基本环境，即要有中外贸易
的存在和发展; 还要有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外商的到来; 二是要有中国的贸易商人，特别是

外贸商人的存在; 三是要有外商和华商的结合。

香山和宁波两地都有悠久的外贸历史，但在鸦片战争之前只有香山具有产生买办的条件。香
山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开始设县，所辖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是一个临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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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移民社会，自古有一定的外贸传统，并经营盐渔、铁器之业，但至明朝嘉靖之前尚处于较低水
平。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 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开始，澳门的中外贸易和国际贸易逐渐发展
起来，并形成为一个中外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心; 入住的外国商人也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在第一
次鸦片战争之前的 300 年中，澳门的外贸虽受明、清两朝政府对华商外贸禁、放政策的变动而起
伏，但始终延续不废，特别是在华商外贸受禁时期，显得格外兴盛。如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年)

至雍正五年 (1727 年) 禁止华商下南洋贸易期间，澳门成为中国对南洋和西洋贸易的独一之地，

外贸有较大发展，经清朝驻澳门当局批准注册的葡商船只，从原来的 9 艘增至禁海当年的 23 艘，

雍正三年 (1725 年) 又增至 25 艘。与此同时，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也快速增加，从原先的
2000 余人增至 1724 年的 3567 人，其中经商之人虽无确数，但当占一定比例②。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宣布广州为对英独口通商之地后，澳门在广州的影响下外贸进一步发展，直至鸦片战
争前兴盛不衰。

此外，毗邻于香山的广州具有更悠久的外贸历史和更发达的外贸商业，为香山籍买办的产生

和发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广州在唐玄宗开元二年 (714 年) 设立市舶使，是中
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外贸专管机构，并由此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到清朝时，广州的外贸虽
因朝廷外贸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但一直处于逐步发展的状态。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废
除禁海令，在粤、闽、浙、江 (苏) 设四大海关，允许民间与外国通商。其中，以粤海关所在
的广州发展最快，于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设立专营外贸的洋货行 13 家，史称“十三行”，

征收税银 9 万余两③; 到乾隆十六年 (1751 年)，洋货行增至 26 家，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银更大幅
增加 4. 56 倍，达 50 万余两④。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规定英国商船“只许在广州收泊交易，不得
再赴宁波”，“不准入浙江海口”⑤的规定后，使广州成为对英独口贸易之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起来。如在黄埔靠岸的外国船只，乾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 (1760 ～ 1761 年度) 17 艘⑥、乾隆
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度 (1771 ～ 1772 年度) 30 艘、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三年度 (1777 ～ 1778 年度)
33 艘⑦。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每年在广州进口的外国商船迅速增至七八十艘、一百多艘，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甚至超过 200 艘⑧; 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银又较乾隆十六年增加 2. 7 倍，

达 185 万余两⑨。

广州外贸发展对澳门、香山商贸业发展来说，不仅提供更好的外围环境和条件，而且起到直
接的增进和拉动作用。广州被定为中国对英独口通商之地后，因英商在广州居住受诸多限制，澳
门便成为英商旅居和设行之地，进而成为许多中外贸易活动的直接发生地。与此相应，进入澳门
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华商也大幅增加，既有十三行派人前往交易，更有其他华商入澳经商，使澳门

华人数量在 19 世纪初达到 1. 8 万左右，比 18 世纪末增加 1 倍多，出现由华商开办的福、潮八
大行店和嘉应四大行店，使中外商人之间的接触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密切⑩。

澳门、广州两地的外贸发展和外商集居，使香山籍买办的产生具备了基本条件。澳门虽是葡
萄牙人的租居之地，但作为香山的一个辖区，与香山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广州则是香山的毗

邻之地，且以香山为重要一翼，因此在该两地的对外贸易中无疑有不少香山商人的参与。康熙十
八年时，就允许中外货物“在于香山、澳门旱路界口互相交易”瑏瑡。在澳门入香山的隘口处设立
外贸关闸，每月开放两次，洋货进之，“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瑏瑢; 葡萄牙商人“随时可
以进入关闸，与香山县的牙行贸易，不少中国商人也不时入澳，与他们洽谈买卖”瑏瑣。在澳门和
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和商行，都需要雇佣中国商人采购货物和管理账务。如在澳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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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用引水和买办”瑏瑤; 在广州，十三行中亦聘有为洋船和洋行服务的买办。这
些买办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代买办。

虽然，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出第一代买办中香山籍买办的明确数量，个案例证也极其少见，

可能也只有吴健彰一人，但是从第一代买办产生的方式来看，香山籍买办应不在少数。早在雍正
朝晚期，广东官府就规定由海关“为外国商船办理聘用买办、通事、引水等事宜”瑏瑥。嘉庆十四
年 (1809 年) 经广东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奏准，规定: 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择土著
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又重申: 买
办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外国商船停泊澳门、黄埔时所需买办，一体由该同知发给
腰牌瑏瑦。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买办的产生，一是要由清朝的澳门地方官府任用; 二是要从本地的
殷实商人中选择; 三是要由族人和邻里的担保。就这三个必备条件而言，无疑把买办的来源主要
限定在包括澳门在内的香山县境内。于是有一定经商和外贸传统的香山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以
其能与外商结合的地理、人脉、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优势条件，理应较多地被地方官府任
用为买办，成为中国第一代买办的主要来源。

近代宁波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宁波市、舟山市以及绍兴市所属的余姚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之前，宁波没有产生买办的三个基本条件，因而没有买办出现; 但是，具有更好的产生买办的环

境和基础。宁波具有比香山更悠久的商贸历史，更广泛的商贸范围。宁波自古以来就有对外贸
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从北宋起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主营与日本、高丽的贸
易，亦有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 宁波与广州、上海、福州同时设
立浙海关，除继续主营对日本和东北亚的贸易外，也兼营少量对欧洲诸国的贸易。乾隆二十二年
定广州为独口贸易之后，宁波的官方对外贸易虽有较明显的衰落，但民间的外贸意识和力量已经

养成，走私贸易照样盛行。除对外贸易之外，宁波的沿海贸易也比较发达，有所谓南北商路的存
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都在其商业网络之内。同时，宁波还有较发达的沙船航运业和钱庄
业。宁波的钱庄兴起于明代中叶，快速发展于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约有数十家之多，另外还有宁
波人在上海等地开设钱庄; 而且宁波的钱庄还发明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瑏瑧。此外，像香山商人有
毗邻的广州作外部发展的平台一样，宁波商人也有毗邻的上海作为外部发展的平台，在鸦片战争

之前上海对外贸易和商贸业虽然没有广州发达，但它却拥有比广州更大的发展潜力，且早已有宁

波商人前往经商。同时，宁波和上海还拥有比香山、澳门和广州更为广大的外贸腹地和更多的外
贸物品。这就使鸦片战争后宁波买办的迅速崛起，乃至超越香山买办，具备较好的自身条件。

二、适应时代之不同

宁波籍买办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比香山籍买办晚出世几十年或许上百年，但其

产生的时代已经与香山籍买办产生的时代大不相同了。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同，就其对香山和宁波
两地买办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来说，主要指五个方面: 一是指中国外贸区域格局的大变化，即中国

的外贸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二是指外贸物品构成和数量的大扩展。三是指来华外商构成
的大变化，即从葡萄牙、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扩大到欧洲诸国、美国和俄国。四是指外商在华
经贸行业结构的大变化，即从原先的进出口贸易一业，扩展到航运、工矿和银行等业。五是指买
办雇用制度的改变，由原先的须经官府选任和发给牌照改变为洋商可以自由雇用。1844 年清朝
与美国签订的 《五口贸易章程: 海关税则》中规定: “凡合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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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应各听其便”，这就使外商轮船可以自由雇用买
办; 接着在与法国签订的章程规定: “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等中国员
工，使外商企业有了自由雇用买办的权利。这两则规定，无疑给买办的产生打开方便之门瑏瑨。这
五大变化对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的发展都带来极好的机遇，但是却产生不同的结果。

就香山籍买办而言，他们没有主动地、充分地利用这一机遇去发展的自己的队伍。第一次鸦
片战争后，随着香港被英国侵占和广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两地的洋行快速增加，需要雇用更多

的买办。于是，香山籍买办以其原先的基础和邻近的地理条件，在粤港地区首先快速增加起来;

而且由于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向上海的转移，以及外国在华洋行从粤港澳地区向上海及其他通商

口岸的扩展，香山籍买办亦随之向这些地区扩散，数量进一步增加。这虽然使香山买办获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并不是主动的、全面的发展。在香山籍买办向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的扩散过程中可
以看到，他们主要是跟随原先服务的洋行去到那些新的口岸，并仍然主要从事茶叶、丝绸的出口
业务和消费品、奢侈品、鸦片的进口业务，以及替外商轮船揽载货物，较少向新的外商企业和新
的行业领域扩展，加之因离开自己的本土而产生地理和生活因素上的制约，使其持续发展的条件

受到限制，后继乏人。因此，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等新通商口岸的发展是一种保守型的发展。

香山买办的这种保守型发展，可以用郝延平的一组统计加以证实。据该组统计，1870 年代
之前香山人在上海当买办的状况是: 琼记洋行在 1850 至 60 年代所雇用的 23 名买办中，广东人
占 20 名; 旗昌洋行在 1830 至 70 年代所雇用的 15 名买办中，广东人占 8 名; 怡和洋行在 1840

至 70 年代所雇用的 24 名 (已扣除表中所列的 1880 年代后开始雇用的 7 人) 买办中，广东人占
12 名; 宝顺洋行在 1830 至 60 年代所雇用的 21 名买办中，广大人占 14 名瑏瑩。在这 4 家洋行的 83

名买办中，广东籍买办有 54 名，占 65%，在这些广东籍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可能占据多数，现有
的研究者们都以此来论证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的大发展，但这只是这组统计所显示的一种表面现

象，其内部还潜藏着保守发展的本质特性。这 4 家洋行原本都创设于广州，先后成立于 1818 年
(旗昌)、1830 年 (宝顺)、1832 年 (怡和)、1840 年 (琼记)瑐瑠，是香山籍买办在广州的老东
家，当它们从广州向上海扩展的时候，就把在广州的香山籍老买办或比较熟悉的香山籍商人带到

上海做买办，然后又再由这些带过来的买办推荐香山籍新买办作为后继者，致使上海的香山籍买

办就在这 4 家洋行扎堆，而很少见及有香山人在其他外商企业担任买办者。

而且香山籍买办到上海之后，仍操旧业，继续做他们原先所做的茶、丝出口，消费品和鸦片
进口贸易和代理轮船业务。这种业务结构，在 1860 年代之前，上海的外贸物品结构尚未发生大
的改变的状况下，是与时代相适应的，但是在此后，随着上海的进出口物品结构的大改变就显得

不合时宜了。如著名的香山籍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始终从事的就是这些老业务。如此死守
老东家、死守老行业的从业惯性，使香山人出任买办的机会逐渐减少，后继者虽仍有之，但渐趋
落伍，乃至萎缩。特别是著名的买办，自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之后，似乎无人可举。

就宁波籍买办而言，他们主动而充分地利用鸦片战争后的有利条件，使之很快得以出世和崛

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及其毗邻的上海同时成为通商口岸，各国外商相继涌入，特别是上
海更被外商看做最佳的扩展之地，外资的贸易商行、轮船公司、工矿企业和银行相继开办，快速
增加，使宁波籍买办应运而生，不仅在宁波本地当买办，更多地到上海等新设通商口岸当买办。

这些日益增多地充当买办的宁波商人，主要是以其原有的经商基础，并紧跟外贸格局变化的

时代潮流而进入各种外商企业担任买办的。如果说于 1840 年代初第一个宁波籍买办定海人穆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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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出现，是因其略懂英语而被英商录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此后源源而来的宁波籍

买办，则大多出于自身条件和时代条件的结合。在 1860 年代之前，当丝、茶仍是上海港主要出
口品时，那些原先就从事丝茶贸易的宁波籍商人首先利用自身固有资源，挤入洋行担任丝茶贸易

的买办，分割原由香山籍买办掌控的这一片天下。如商鄞县商人杨坊，原在宁波做过绸布店店
员，有一定的丝绸知识，后到上海入怡和洋行做收丝工作，1849 年升任买办，主管生丝和茶叶
的采购瑐瑡。镇海人方仁照在原先在上海从事丝茶出口业务，从 1850 年代起出任英商李百利洋行
的丝茶买办瑐瑢。

接着，宁波籍商人又随着上海外贸物品范围的扩大而入洋行从事其他各种进出口物品的买

办，打出一片新天地。如余姚人王槐山，原在上海某钱庄任职，1865 出任英国上海汇丰银行首
任买办。镇海人叶澄衷，以贩卖进口五金起家，后出任某洋行的五金买办; 镇海人虞洽卿，原先
在颜料行做事，颇有经营之方，遂于 1893 年入德商鲁麟洋行当跑街，旋升买办，负责颜料业务。

此后，随着外商经营行业的进一步扩展，宁波籍买办亦相继在各个行业中产生，如航运买办朱葆

三、烟草买办邬挺生、颜料买办周宗良、开平煤矿买办刘鸿生、五金买办傅筱庵，钟表买办孙梅
堂，以及在天津的银行买办王铭槐、军火军械买办严焦铭等。

与此同时，宁波籍商人还随着上海外商企业设立国别的扩大而相继进入各国洋行和企业担任

买办。他们除了进入香山籍买办集中的英商和美商的洋行和企业当买办外，对当时在上海的各国
籍企业都有进入，遍及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俄国、日本等国籍的企业。

可以说，到 19 世纪末，在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是遍地开花，无孔不入; 大小兼有，老少同业，

队伍迅速扩大起来。而且出现不少大买办，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宁波籍买办，都具有与唐廷枢、徐
润、郑观应不相上下的地位和影响。

从 19 世纪八十年代起，宁波籍买办的总数开始超过广东籍买办，更超过香山籍买办。在上
海，据 《海关十年报告 (1882 ～ 1891)》记载，这一时期中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瑐瑣。此
后，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持续发展，一直保持了最多数的地位，到了民国时期的 1941 年，以宁波
籍买办为主的浙江籍买办更是比包括香山籍买办在内的广东籍买办占有绝对的多数，据日本学者

根岸佶的研究，在 90 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为 43 名，广东籍买办则只有 7 名瑐瑤。另据今人
马学强的研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有籍贯可查的五百余名买办中，以宁波人为主的浙江
籍买办竟有 245 名之多，而以香山人为主的广东籍买办只有 58 人瑐瑥。

在天津，做买办的也首先是广东人，后来宁波籍买办逐渐增多，并超过广东买办，而且经营

范围比较广泛，不像广东籍买办多集中于航运一业瑐瑦。

在汉口，1866 年时宁波籍买办就已可与广东籍买办并驾齐驱，有外商评价为“这儿最适合
洋行需要的有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儿的商人
都是……宁波人，或是同宁波人更接近而同广东人疏远的那些地区的人。”瑐瑧

三、扩展方式之相异

黄逸平曾经总结出买办的三种主要来源，一是由外商自选的中国同行中的优秀商人和合作

者; 二是由老买办介绍来的家族成员、亲戚、朋友和同乡; 三是由外商从其行号做工的华人学徒
中逐渐选拔提升上来的。这三种来源是买办群体扩展的三个方式，在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群
体的扩展中都有表现，但具体的表现程度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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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籍买办发展途径比较单一，基本上呈现为单线扩展。这主要有两种表现: 一是香山籍的
新增买办主要靠老买办介绍，或介绍家族成员，或介绍同乡。香山籍买办中世袭的买办家族较
多，就是一种印证。据胡波的研究，香山买办世家中著名的且阵容较大的有: 莫氏 (莫仕扬)

家族，先后当买办者 17 人，延续 60 年左右; 唐氏 (唐廷枢) 家族，14 人，延续四五十年; 徐
氏 (徐润) 家族，11 人延续四五十年; 郑氏 (郑观应) 家族，11 人，延续三四十年; 鲍氏 (鲍
人琼) 家族，5 人; 扬氏 (扬桂轩) 家族 5 人; 容氏 (容闳) 家族，4 人，延续三四十年。这 7

大家族，先后涉及 67 人，延续时间最长莫氏家族达 60 年左右，一般都在 30—50 年之间瑐瑨。这种
买办世家的形成和延续，虽然使其家族中的买办代代相传; 也能使一些与老买办有一定人脉关系

的香山人进入买办的行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买办来源的扩大。在胡波开列的“近代香
山部分买办一览表”中，总数为 90 人，买办世家占了 67 人，比重高达 74% ; 对照上述民国时
期买办数量的统计，这里开列的 90 名香山籍买办可以说基本接近实际数量，这说明由家族的前
辈买办推荐而来是香山籍买办扩展的主要途径，也充分显示了香山籍买办来源的相对狭窄性。

二是香山籍买办承袭固守旧主、旧业者较多。因为老买办介绍新买办基本上限于自己所在的
洋行和行业，因此新增的买办亦基本继续老买办任职过的洋行和行业，很少出现向其他洋行和其

他行业扩散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当时洋行的业务主要是收购出
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进口少量的西方消费品、奢侈品和日益增多的鸦片; 外国在华投资
设立的企业主要限于贸易和少量的轮船航运业方面，还没有涉及工业和金融业; 中国自己的现代

性经济成分尚缺少产生的条件，因此香山买办所从事的业务，除了为洋行管理一些内部事务之

外，主要是代营丝茶贸易; 即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没有转营他业的条件。在鸦片战争以后，

粤港澳地区的外贸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外资投资领域亦改变不大，只有香港有以银行为主的新外

资企业出现，因此香山买办亦有少量的向银行业扩张。至于香山买办向上海等地的扩散，则主要
是随着原先所在的洋行的迁移和分支机构的扩展而带来的，因此他们到了上海等地以后，仍然主

要集中在这些原洋行中，在上海主要集中于琼记、旗昌、怡和、宝顺 4 大洋行中; 并做着原有行
业的事情，仍然主要经营着丝茶贸易和轮船运输业务。

香山籍买办的这种任职单位和行业分布，不仅限制了它的队伍扩大，而且潜伏着使其队伍萎

缩的隐患。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香山籍买办所任职的 4 家主要洋行，有 3 家从 1860 年代中期
起相继破产或衰落。宝顺洋行于 1867 年破产，70 年代虽经复业，但势力已经大减，到 1917 年
后便趋于衰落。琼记洋行于 1870 年代后走向衰落。旗昌洋行亦于 1891 年宣告关闭瑐瑩。与此同时，

香山籍买办所从事的丝、茶出口这两个主业，也从 1870 年代起开始衰退，生丝出口值占出口总
值的比重，从 1870 年的 34%左右，下降至 1880 年的 26%左右、1890 年的 24%左右，前后减少
的幅度将近 30% ; 茶叶出口值所占的比重亦同时从 53%左右，下降到 45%左右和 27%上下，前
后减少将近一半瑑瑠。这 3 家洋行的关闭和衰落，以及丝茶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无疑使香山籍买办
失去了一大半根据地，严重地削弱了它的队伍。

宁波买办的发展途径则比较广阔，呈现为多线发展。宁波买办虽然也像香山买办一样推荐、

引用亲友、同乡充任买办，但由此产生的买办所占比重较香山买办低，而由黄逸平先生所说的另
两种途径所产生者较多。因此，宁波买办中买办世袭的买办家族较少，比较明显的只有: 朱氏
(朱葆三) 家族，6 人，延续三代，约三四十年; 虞氏 (虞洽卿) 家族，3 人，延续三代，约四
十余年; 王氏 (王铭槐) 家族，8 人，延续三代，约四十余年瑑瑡。无论家族数量，还是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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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远远少于香山的买办家族，延续时间亦较香山籍的买办家族为短。总量来说，宁波的买办
大家族只有 3 家，所涉人数只有 17 人，相对于上面所述 1930 年前后的 200 名左右的宁波籍买
办，只占 8. 5%，微不足道。这就使宁波籍买办的来源要比香山籍买办的来源宽广得多，使更
多的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当上买办。

更为重要的是，宁波买办产生时，正值洋行和外资企业大扩展之际，加之宁波商人在鸦片战

争之前没有与外商的雇用关系，因此使他们能够广泛而自由地到各国洋行和企业谋求买办之职。

他们不仅进入香山买办所盘踞的英商和美商企业，而且更多地进入德商、俄商、法商、日商等各
国商人的企业。同时，还凭藉宁波商人原有的较为宽广的从业范围，在外商各个行业中出任买
办，既打入原先由香山买办所把持的丝茶、轮船运输行业，又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开辟众
多的行业。有记载说: 在上海，“输入贸易方面，金属、燃料、棉布、棉纱、砂糖、机械、杂货
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有逐年增长之势。”瑑瑢美孚、亚细亚二公司
之煤油，亦“十之六七”由定海商人经销瑑瑣。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也占有半壁江山，出任
买办的有王槐山、徐庆云、许春荣，虞洽卿及其儿子，朱葆三的长子、长孙，厉树雄、叶子衡、

傅筱庵父子、许葆初、王容卿，以及王铭槐及其次子和 4 个孙子瑑瑤，先后共计 19 人。

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在队伍扩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除两者的不同社会

经济因素所造成之外，还可能有深层的心理因素。香山籍买办由于产生较早，历时较长，使他们
一方面与自己长期任职的洋行主人之间积累了较多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 另一方面对买办这一

职业已经形成了较深的思想认同，特别是一些买办世家，已经把买办职业当作一种家族事业来

做，希望将买办职业在自己的家族中传承下去，长盛不衰。这些心理因素可能是他们死守旧主，

并着重推荐自己家族成员继承和出任买办职务的原因所在，也表现出香山买办比较忠于自己的老

板和职业，比较重视守成的特点。而宁波籍买办产生较晚，在近代早期没有历史可言，在后来即
有历史，亦为时较短，没有像香山籍买办那样的心理包袱，而只是想着如何闯入买办这一行列，

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买办、大卖办。因此，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四处出击，可
以不拘一格，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价值实现，较少守旧，而较多开拓的特点。

四、结语

由于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产生发展于不同的时间和时代，采用不同的扩展方式和途径，

使他们在中国近代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过不同的影响。

香山籍买办以其最先产生和较早发展而首创了中国近代的买办制度，可谓开通商风气之先;

又因其赶上了洋务运动而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中发挥了沟通官商关系的重要作用，可谓培早

期工业化之基; 还因其较早受西方文化之影响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可谓

领思想启蒙之潮。

宁波籍买办由于产生发展较晚，没有赶上香山籍买办所领略过的时代，因而也不可能发挥香

山籍买办所发挥过的作用，但是也起到了香山籍买办所没能起到的作用。如以其后来居上的态势
而拓展了中外通商的渠道; 又因其自我投资和经营民族经济的行业和企业较广、较多而更多地促
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成长。

总之，在近代中国，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各领风骚几十年，各显特色于世间，整合起来

共同构成中国近代买办的历史和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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